
   

 

东方管理学中的公共关系思想 

文/周朝霞 

   东方管理学创立于二十世纪。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苏东水教授,于1976年复旦大学
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研究”的讲座,1978年推出《红楼梦的经济管理思想》,1986年公开发表
《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纂和出版了《中国管理通鉴》，20世纪90年初
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东方管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思想为基础的“人为为人”的核心理念,并
在“三为”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管理文化“三、六、九”构成理论和“十五要素说”,为东方
管理学奠定了宽广和坚实的理论基础。1997年，苏东水主持召开了“世界管理大会”，会议主题为
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30多个国家的350位专家、教授、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扩大了东
方管理文化在全球的影响。被媒体称为“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 
   苏东水教授认为东方管理文化学可包括三部分：一是治国学，二是治生学；三是治身学或称
人为学。治国学主要是关于社会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
的管理学问；治生学主要是关于农副业、工业、运输学、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人为
学主要是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沟通等方面的学
问。东方管理文化的要素，苏东水概括为“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效、
勤、圆”等十五个方面。苏东水教授认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是东方管理学的本质
属性。以人为本，体现在中国传统中的管理哲学是以人为核心的。以德为先：强调伦理道德的作
用。人为人人即每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已”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
发，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
状态下从事工作，并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东方管理学中包涵丰富的公共关系思想。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的美国，公共关系是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是指从事组织与公众的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
的调查、咨询、策划和实施的一种社会管理活动。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我们丰富的东方管理文化
中，早就出现了公共关系思想的萌芽和体现公共关系思想的活动。 
   一、管理者重视民众，把民众作为管理的根基。 
   《老子·六六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
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此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尚书》：“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唐太宗李世民发表过重视民众的著名言论:“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取信于民是中国古代争取民心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历史上的“立木取信”是典型的例子。商
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有能把此木
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搬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
人，能搬者给予五十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扛走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诚
信不欺。这一立木取信的做法，终于使老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中国管理者十分重视信义，中国
的领导者以“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也以他们的诚信赢得了人们的敬重，赢
得了人心。三国时，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再次出兵，第四次攻魏。司马懿统帅诸将领和士兵共30
万人迎战。蜀军中有8万人服役期满，已有新兵接替，老兵们都整装待发，盼望能早点返回故乡。
不少蜀军将领向诸葛亮进言，希望留下这8万老兵，延期一个月回家。诸葛亮断然拒绝道：“统帅
三军必须以绝对守信为本，我岂能以一时之需，而失信于军心？何况常年征战在外的士兵早已归心
似箭，家中父母妻儿终日盼望他们早日回家”。遂令各部，催促老兵登上归家的路程。令所有准备
还乡的老兵在意外之余也欣喜异常，感激涕泪，主动要求留下参加战斗。在队士兵也受到极大的鼓
舞，士气高昂。蜀军人人奋勇，魏军大败。 
   善待民众，建立信誉。孟尝君曾让门客冯谖去薛城收账，冯谖问孟尝君“顺便买些什么东西
回来呢？”孟尝君随口而答：“这儿缺什么，就买些什么。”没多久，冯谖空手而归，他买洒买肉
请老百姓吃，还把借条给烧了。孟尝君大怒。冯谖不慌不忙，“您别生气，我说给您听。”冯谖接
着解释，“没有酒肉给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哪能都来呢？他们不来，我上哪去看他们的情况呢？那
些实在穷得还不了的，您留着借条又有什么用呢？……您要是用势力威逼，或许能收回一些钱，可
是民心就没了。您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些什么。’我觉得这儿缺的，就是对老百姓的情义，
于是我就买了情义回来。” 孟尝君也无可奈何，只得拱拱手说：“先生高见，佩服！佩服！”后
来，齐王中了秦王的离间计，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只好回到薛城，薛城百姓夹道欢迎，使  



孟尝君体会到冯谖买情义的含义。 
   二、管理者重视传播，与公众建立沟通渠道桥梁。了解舆论，把握舆论。 
   尧帝时设“喉舌官”传达命令，传递民情。“王官采诗”是统治阶级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
春秋时期郑国，对于乡人聚会议政的乡校，有人主张毁掉，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
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的
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
百姓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颇得百姓的爱
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三、管理者善于运用形象塑造术，塑造统治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形象识别最早由
于军队管理中。 
   在公元前二世纪汉代以后，龙的形象与皇权联系起来，成为皇家的徽记。皇帝自称“真龙天
子”，他的后代称为龙子龙孙，他的服饰被称作龙袍，他的一切用品都刻画上龙的形象。在以后一
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龙的神秘性和权威被绝对化，并渗透到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形象，使民众能毫无条件地臣服。服装以黄色的绫罗，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用金黄、杏黄等色。 
   使用和系统导入形象识别系统的古代组织，首推军队。“兵，杀人之人也；战，杀人之事
也。聚杀人之人，而习夫杀人之事。”军队要完成“杀人”的职能，便要具备强大的战斗力，这种
战斗力一方面靠军队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军事篇》）；另一方面
也要求军队有着统一严格的法令条律。成书于战国初期前我国著名兵书《尉缭子》就指出：“凡
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向，则百人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
斗。覆军杀敌，则万人齐刃。天下难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篇三》）意思是说：凡是军
队，制度必须得先定好。这样士兵才不致于散乱。士兵不散乱，刑罚就分明。号令所指，百人都能
勇猛战斗。这样，就天下无敌了。在这里，作者强调军队制度对战争胜负的保证作用，指出只有
“号令明，法制审”，士兵才能英勇作战。另外，作战需要已方与敌方形成视觉上差别，这样在激
烈的会战中，已方才能辨别自己人，齐心协力，相互支持，消灭对方。因而军队对军旗、军服、军
号、军歌等易于识别的外在系统一般也作严格的规定，并与敌方区分开来。 
   将军队的企业形象进行系统整理，以此为中心进行阐述的书则当推《司马法》。作为《武经
七书》之一，《司马法》是一部以军事法则为主的兵书，其作者经《史记》记载是齐威王（公元前
356年—公元前320年）时期伯司马穰苴。《司马法》中对军队的理念识别、视觉识别、听觉识别、
行动识别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比如军中士卒所戴的符号 —— 章，夏代画日月图形，崇尚神秘。
又如军旗颜色的采用，夏代以黑色为头，象征着人；殷用白色，象征着天；商用黄色，象征着地。
诸如此类，《司马法》可以说是第一本军队的CIS手册。 
   四、管理者善于运用激励，有效的激励是协调内部关系的重要手段。 
   东方管理的激励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上下同欲。《孙子兵法》：“上下同欲者胜。”将领
与战士之间有共同的好恶，共同的欲望。上下一心，士气必然旺盛。卧薪尝胆10年后出兵伐吴的越
王勾践行军到了郊外时，遇见一只好像发怒的大青蛙，就立即停下来，手扶车前横木，站起身来向
它致敬。众人不解其意，勾践说：“我看这只发怒的青蛙，就像一位渴望战斗的勇士，因此对它十
分敬佩。”全军上下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大王如此尊敬怒蛙，我等受大王数年培
养，难道不如一只青蛙吗？”于是，将士们互相劝勉，士气倍增，奋勇杀敌，终于攻灭了吴国。二
是信赏必罚，当赏则赏，当罚必罚。如果下属有成就却得不到奖赏，那么，以后有才能的人就会懒
得干事业。如果有过失而不惩罚，那么，品行不端的人就会为非作歹。三是贵在人和。既激励人
心，又稳定下属的激励才是有效的激励（作者单位：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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